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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ndency to engage in rumination in response to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moods appears to a 
relatively common coping style. Rumin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aetiology of depression 
which is a salient cognitive feature of dysphoria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role of rumi-
nation in prolonging and intensifying depression and in the onset and relapse of depression has 
been empirically supported. Meanwhile the “reflection” subfactor can help individuals to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by analyzing problems effectively. The diversity of dysfunctional metacognitive 
beliefs, the unattained goals and the deficit cognitive inhibition led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ru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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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沉思作为一种个体应对不良生活事件和不良情绪的常见反应，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沉思是抑郁症重要的致

病因素，是抑郁和焦虑的显著认知特征，并对抑郁的发病、持续、加剧以及复发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同时沉思的反省子成分可以起到帮助个体有效地分析问题，能逐渐降低消极情绪，达到缓解消极情绪的

积极作用。个体持有的消极元认知信念、目标受阻以及认知抑制损害等方面会造成沉思作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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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个体面临丧失、分离、被拒绝、羞辱等创伤或压力性事件，被烦恼困扰时，反复思考相关信息，

分析事件的关联因素，是解决烦恼实现心理调适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反复思考既可能是建设性、适

应性的认知策略，能帮助个体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自我惩罚性的思考，这样的沉思

默想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消极情绪变得更加严重，使沉思本身成为了问题(Smith & Alloy, 2009)。
沉思(Rumination)研究伴随其适应不良病理加工功能而兴起，同时其积极功能也逐步受到关注。对沉思认

知机制的探究是解释这两种功能内在原因重要途径。 
本文希望通过对沉思基本涵义和功能的介绍，使人们对沉思的研究领域形成较完整的了解；通过对

沉思认知机制研究的深入整合归纳，为进一步揭示沉思的本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沉思的内涵与功能 

沉思又译为反刍思维(郭素然，伍新春，郭幽圻，王琳琳，唐顺艳，2011)、反刍性沉思(董超群，刘

晓虹，2012)、穷思竭虑(邹玲，甘怡群，2007)、迷思(吴明证，孙晓玲，梁宁建，2009)等。Nolen-Hoeksema
对沉思的界定的独到之处是关注了沉思的消极病理性加工功能。在她提出的反应风格理论中将沉思定义

为对抑郁症状以及这种症状可能的因果的反复的消极的思考(Nolen-Hoeksema, 1991)。根据这个观点，沉

思包括：对某人抑郁的这一事实，对抑郁症状，对抑郁症状的起因，意义和后果的反复关注，是用沉思

性思考和消极自动的思考来应对消极生活事件和消极情绪状态的一种稳定的反应倾向，虽然目的在于调

节消极情绪，其结果却往往使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增强(Nolen-Hoeksema, 1991)。通过近 20 年对抑郁症发

病机制的探讨，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沉思是抑郁症重要的致病因素，是抑郁和焦虑的显著认知特征，并对

抑郁的发病、持续、加剧以及复发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Nolen-Hoeksema，1991；李力红，高粤，2010)。
由此，沉思的病理加工功能成为研究的热点。 

Martin 等人对沉思的界定比 Nolen-Hoeksema 提出的沉思概念涵盖的极为广泛，认为沉思的功能不仅

局限于病理加工功能。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沉思性的加工可能会导致有效的行为。根据 Martin 和 Tesser
的观点，沉思指代了许多种类的周期性思维，且具有重复发生倾向。他们将沉思视为个体对目标进行的

加工，有利于更高水平目标的实现。这种沉思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Martin & Tesser, 1989, 
1996)；第二，沉思的病理性作用可能会出现在多种情感状态中，而不仅限于抑郁状态(Matthews & Wells, 
2004)。研究发现与沉思联系最为紧密的消极情绪不但有抑郁还包括焦虑和愤怒。与抑郁情绪相关的抑郁

沉思、悲伤沉思和压力反应性沉思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对抑郁症状原因和结果的解释(Conway, Csank, 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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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ke, 2000; 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1; Robinson & Alloy, 2003)；与焦虑情绪相关的事后沉思的

内容主要集中于个体社交表现中的缺陷(Clark, 2005; Perini, Abbott, & Rapee, 2006)；而与愤怒情绪相关的

愤怒沉思的内容则主要在于对愤怒体验和引发愤怒事件的思考(Sukhodolsky, Golub, & Cromwell, 2001)。
它们作为适应不良的应对反应，普遍导致了相应消极情绪的恶化。另一些研究还发现沉思与多种精神病

理症状存在联系，如创伤性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Elwood, Hahn, Olatunji, & 
Williams, 2009)、社交焦虑症(Social Phobia) (Abbott & Rapee, 2004)和失眠(Insomnia) (Carney, Harris, Moss, 
& Edinger, 2010)等。 

Treynor，Gonzalez 和 Nolen-Hoeksema (2003)进一步研究证实了 Martin 等人认为沉思具有积极功能的

观点，他们发现沉思包含两个成分——强迫思考(brooding)和反省(reflection)思考。沉思对抑郁的消极影响

主要来源于强迫思考。强迫思考是指对当前状态和某些未达到的标准之间的消极比较，这种消极比较仅

仅停留于对当前状况与目标状况的差异，即自我差异而非问题解决。反省思考是个体有目的地转向个体

内部进行深思熟虑，通过认真地应对、克服问题和困难来缓解抑郁症状的沉思思考。虽然反省也是由消

极情绪激发，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消极情绪，但经过反省、有效地分析问题，能逐渐降低消极情绪，达

到缓解消极情绪的积极作用。 

3. 沉思的认知加工机制 

是什么原因使个体产生了不同的沉思倾向，并表现出病理性的消极功能或非病理性的积极功能？目

前已有的研究从沉思的不同层面提出认知加工机制的解释，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包括消极元认知信

念、目标受阻以及认知抑制损害等方面的内容。 

3.1. 消极元认知信念 

Wells 和 Matthews 针对沉思的消极作用将沉思界定为由应对自我矛盾的尝试引起的重复思维，这些

思考主要针对与自我相关的信息(Matthews & Wells, 2004)。这种沉思是通过多加工层次进行的，即自我

调节执行功能模型(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 S-REF)。该模型认为消极元认知是导致沉思消极功

能的根源，即由消极元认知信念引发了适应性不良的认知和控制策略的过度使用，沉思是一般性的功能

不良的加工过程，是许多情感性紊乱的共同成分。 
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包含由低到高三种水平的加工(见图 1)。最低层次为一系列对内外刺激进行低

水平自动化加工的网络；其次是对行为和思维进行控制的管理执行系统；最高层次是指导控制加工的自

我觉察(Wells & Matthews, 1996)。 
低水平的自动加工网络在机体接收到刺激时，会反射性地触发该过程的启动，包括对刺激进行编码，

描述内部的认知状态以及表征躯体状态。这个水平的加工可以视为消极自动思维的特征，在没有明显原

因的情况下也会闯入意识性的觉察(Beck, Emery, & Greenberg, 2005)。当具有动机性意义的外部刺激或闯

入性思维激活了二级水平的管理执行系统，对行为和思维的控制化加工开始运作。控制化加工的操作依

赖与三级水平的自我觉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控制加工被激活的同时，S-REF 的管理执行的操作就由一

个封闭的环路进行调节，这种调节旨在减少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在评估差异的过程中，元

认知信念影响个体应对策略来的选择。如果这些元认知信念把沉思的视为一种应对和自我调节策略，当

差异不能消除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更多的无效沉思(Matthews & Wells, 2004)。 
Papageorgiou 和 Wells (2003)的研究也证实了在沉思，抑郁和元认知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同时说明了

沉思为什么会造成抑郁情绪的加重。他们的研究显示所有抑郁症复发患者对沉思这种思维形式都持有肯

定和否定的元认知信念。持有肯定元认知信念的被试把沉思视为一种应对策略(例如，“我需要对我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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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沉思从而理解我抑郁的原因”)；而持有否定的元认知信念的被试则认为沉思是不可控的和有害的

(例如，“对我的问题进行沉思是我所不能控制的”)并且会造成不良的人际和社会性后果(例如，“如果

我沉思的话，人们就会拒绝我”)。如图 2。当个体出现抑郁情绪时，一方面持有肯定元认知信念的个体

会选择沉思作为一种管理情绪的应对策略，启动沉思。然而，沉思并不能改善个体的抑郁体验，个体就

会评定这个过程为不可控并且有害的(否定元认知信念 1)，同时会引发消极的人际和社交后果(否定元认

知信念 2)。否定元认知信念和评价的出现会诱发了抑郁体验，导致元认知效能感的降低，结果引发关于

沉思的否定元认知信念(沉思会造成人际和社交后果)。另一方面，个体为了促进有效的应对，反而又一次 
 

 
Figure 1. The S-REF model in depression and rumination 
图 1. 抑郁和沉思中的 S-REF 模型(Matthews & Wells, 2004) 

 

 
Figure 2. The S-REF model in depression and rumination 
图 2. 抑郁和沉思中的 S-REF 模型(Matthews & Wells, 2004) 



沉思的功能及其认知加工机制 
 

 
900 

激活了肯定元认知信念。因此，一系列沉思，抑郁情绪和具体元认知信念之间的消极循环可能会导致抑

郁体验的持续。这种假设已经在临床和非临床样本中得到了检验(Papageorgiou & Wells, 2001a, 2001b, 
2003)。 

总之，S-REF 理论认为个体关于情感和认知的消极元信念会导致持久性沉思循环，以至于阻碍了个

体对策略的选择以及自我觉知的适应性重建，这就使患者陷入了一个担心他们自身症状的无止境的循环

中。这种持续的与外界机体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不良的交互作用的动态模式导致了病理性后果。 

3.2. 目标受阻 

Martin 和 Tesser 从更广泛意义出发，认为沉思既可能产生工具性尝试问题解决的积极功能，也可能

会有抵消有效的行为的消极作用(Martin & Tesser, 1996)。他们提出目标进程理论(Goal Progress)来解释沉

思的认知机制和脑机制(Martin, Shrira, & Startup, 2004)。从认知的角度理解，沉思是目标进程的一种功能，

实质上是蔡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的实例，即未完成任务相关的信息与已完成任务相关的信息相比，

能够保持更长的时间(Martin, Tesser, & McIntosh, 1993)。 
沉思本质上是重复思考关于重要的更高水平的，而且是未完成的目标的倾向，在未能达到目标或未

能达到目标的理想标准时都会发生(Carver & Scheier, 1990)。具体说来，当个体没有得到当前进行的活动

是朝向自己目标的清晰反馈时，就会通过一些思维活动来使他们获得这样的反馈。这些活动包括达到目

标的可能方法，重新评价自己实现目标的愿望，重新建立自身行为与多种目标之间的联系(例如“我不仅

仅是在走路上班，更是在锻炼。”)。当这些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时沉思就发生了。沉思使与目标

相关的信息更加具有可获得性，从而使得个体能够检测并且加工与未完成的目标相关的信息，当个体未

能达到目标，就会使得与目标相关的信息具有高度可获得性。在这种状态下，这些特定信息更加容易线

索化,更容易得到加工(Martin, Strack, & Stapel, 2001)，因此，其他无关的刺激也会很容易引发沉思。例如，

对一名想要一个孩子但不能怀孕的妇女，具有不能生育相关的内容的信息可获得性更高。因此，如果这

名妇女路过百货公司的儿童食品的橱窗，她可能会产生更多关于自己不孕的沉思。而对于其他不孕相关

信息不易激活的个体而言，这种信息就很少会起作用(Clark, Henry, & Taylor, 1991)。 
Martin 进一步从大脑半球的活动特点对沉思的积极与消极功能原因进行了解释。个体在追求目标的

过程中，需要两项基本技能，即排除分心干扰以及在必要的时候转换策略。这两项技能分别明确地属于

左右半球。当个体认为环境是稳定的并且可以预测，那么左脑就会利用已建立的表征来指导行为。当这

些表征不适宜环境时，右脑就会提供建立解决方案的可供选择的路径。右脑也会记住问题相关的信息从

而在鉴定解决方法时能够利用这些信息。一旦寻找到了解决方案，左脑就再一次接管认知活动，利用新

建立的表征来指导行为。 
从积极的功能来看，沉思实际上反映了寻找目标实现途径的尝试，它使个体与目标相关的信息更加

具有可获得性，从而使得个体能够检测并且加工与未完成的目标相关的信息。可供选择策略的形成在很

大程度上是右脑操作(Goldberg & Costa, 1981; Rotenberg & Weinberg, 1999)。具体的讲，当个体利用他们

的内部模式(左脑)进行成功的加工时，他们不会进行沉思。然而当加工进展被破坏了，个体就会重新建构

事件，试图重建目标的进程(右脑)这可能会促进问题解决，帮助个体回到指向他们目标的进程上(Bowden 
& Beeman, 1998; Schooler, Fallshore, & Fiore, 1995)。一旦个体回到了应有的进程上，恢复目标进程(左脑)，
沉思就完成并停止。 

沉思所显示的消极功能，也与个体在沉思中所激活的半球有关。右脑操作虽然与策略的选择有关，

但有时沉思并不能令个体成功的回到指向目标的轨道上来。同时研究证实右脑的活动与更严重的消极情

绪(Merckelbach & Van Oppen, 1989)，更强烈的抑郁(Tomarkenand & Keener, 1998)，更多的消极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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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rn et al., 1994)和更严重的悲观主义(Drake & Ulrich, 1992)以及行动速度降低有关(Tucker & William-
son, 1984)。所以，当个体不能依靠右脑的策略选择来实现指向目标的进展，他们就会持续通过沉思搜索，

从而引发剧烈右脑活动，导致悲观、悲伤、抑郁和消极自我评价以及行动的减缓。 
总之，当个体朝向更高水平目标的进展的受阻时，会引发沉思寻找朝向目标的其他可供选择的途径，

重新评估他们对目标的实现愿望，或者重新建立他们行为与多样化目标之间的联系，令个体回到指向目

标的轨道上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也可能由于无法回到目标轨道而加剧消极情绪体验，陷入无效的沉

思，在生理上与左右半球的活动特点密切联系。 

3.3. 认知抑制损害 

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Papageorgiou 和 Wells 的研究以及目标进程理论从认知的整体过程说明了沉

思的持续的原因，认为沉思是一种认知策略，但当沉思激发了个体的否定元认知信念，即个体已经明确

沉思并不能有效解决自身面临的困境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仍然不断进行沉思？这种持续性是沉思（特

别是强迫思考）的核心特征，也是它与其他抑郁致病因子区分开的特征。最新的一些研究显示，沉思的

持续性与认知抑制损害有关(Joormann, Nee, Berman, Jonides, & Gotlib, 2010; Whitmer & Banich, 2007)。这

些研究从更加精细的认知加工过程，说明了沉思致病性的原因。 
认知抑制是指个体在必要时能够有意地抑制自动化的或优势的反应的能力(Miyake et al., 2000)。

Hasher 和 Zacks 指出认知抑制是维持工作记忆机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条(Hasher & Zacks, 1989)。工作记

忆系统支撑了个体在当前状态上注意到的任何表征，能很好反映个体的注意集中程度。由于这个系统容

量有限，个体依据环境和个人目标的改变，灵活操纵工作记忆中可获得信息非常重要。认知抑制具有阻

止功能和移除功能，即阻止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以及通过移除不再相关信息完成对工作记忆更新的

两种功能。如果认知抑制功能受到削弱，那么与任务无关的信息会轻易进入工作记忆，同时那些不再与

任务相关的信息也会保持激活。因此，认知抑制机能受损会降低个体对注意的控制能力，不能有效更新

工作记忆中的即时表征内容，结果就导致了沉思者思维中消极信息的持续存在。由此，认知抑制的阻止

功能和移除功能对沉思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 Hasher 和 Zacks (1989)的观点，如果认知抑制的功能不能有效实现的话，可能会导致如下后果：

首先，不相关的情感信息进入工作记忆，并且干预对与目标相关信息的加工(goal-relevant information)，
使得在相关和无关信息之间建立了联结(links)。因此，在长时记忆中相关和无关信息同时都得到了储存，

从而在长时记忆任务中，对相关信息的检索精度和速度下降，而对无关信息的检索却得到加强，这就会

影响个体的思维内容。其次，不相关信息很难从工作记忆中移除，导致无关情感信息渗入工作记忆，干

扰对与任务相关的信息的加工。而且，相关和无关情感信息之间的已建立的联结在增强了无关信息的可

获得性的同时，也加强了个体对情感信息的检索。所以如果无关信息不能有效从工作记忆中移除，认知

抑制的功能不良就可能引发个体对消极情绪状态和消极生活事件的沉思反应。 
目前，已有的研究较一致地发现，沉思的确与个体移除工作记忆中不再相关的材料的能力有密切联

系。Zetsche 等人的研究采用工作记忆选择任务考察了个体将不再相关信息从工作记忆中移除的能力。结

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当前抑郁水平的情况下，被试移除不再相关的消极信息的能力越弱，其沉思得分

越高，而且沉思的反省和强迫思考两种子成分得分也越高(Zetsche, D’Avanzato, & Joormann, 2012)。
Joormann 和 Gotlib 通过与之相似的 Sternberg 任务的研究也说明，在抑郁被试中，沉思与个体移除工作

记忆中不再相关的消极材料的能力有关(Joormann & Gotlib, 2008)。Berman 等人采用定向遗忘研究范式并

结合 fMRI 技术的研究结果显示，抑郁被试比健康控制组被试在左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iFG)
出现更广泛的激活(Berman et al., 2011)，而这一脑区的主要功能是对将要进入记忆的材料进行选择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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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干扰(D’Esposito, Postle, Jonides, & Smith, 1999)。该实验说明抑郁被试不能有效利用这一区域对不再

相关材料进行有效移除，而且这种能力损害与沉思有关。Joorman 等人的研究是在临床抑郁被试中进行的

(Joormann, 2010)，该研究选用了Nee和 Jonides的“忽略/压抑”任务进行了两项实验(Nee & Jonides, 2008)。
在压抑阶段的实验结果也发现了抑郁个体会体验到与沉思相关的移除短时记忆中消极材料的能力受损，

但这种能力的下降只与反省相关，并没有发现与强迫思考的相关。Joorman 等人对此的解释为，在临床抑

郁个体中这种“适应性”的沉思子类型，即反省也会造成某些问题，它可能与强迫思考相互保持，因此

这两种认知风格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Joormann, Dkane, & Gotlib, 2006)。 
研究者对于认知抑制阻止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与沉思的关系的意见并不统一。Joormann 利

用情感性负启动任务(negative affective priming task, NAP)范式，首次直接检验了认知抑制阻止无关信息进

入工作记忆的功能与沉思的相关(Joormann, 2006)。她发现烦躁不安(dysphoric)的被试以及有抑郁病史的

被试表现出了对消极材料的阻止能力下降。因此，认知抑制损害可能与情感信息的加工有更普遍的联系，

而且认知抑制损害具有效价具体性，即对消极刺激的阻止能力选择性地降低(Joormann, 2004)。Joormann
和 Zetsche 等人通过在大学生被试中进行情感性负启动任务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沉思得分较高的被试表现

出不能有效阻止情感性材料进入工作记忆，即使在控制了抑郁症状的水平情况下，这种结果仍然显著

(Joormann, 2006; Zetsche & Joormann, 2011)。然而，Zetsche 等人采用情感性 Flanker 任务(Emotional Flanker 
Task, EFT)的研究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Zetsche et al., 2012; Zetsche & Joormann, 2011)。他们检验了大学

生被试和临床抑郁被试的阻止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实验结果发现，沉思得分与个体阻止消极

干扰性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相关。但在临床抑郁被试与健康控制组的比较中，这种相关并没有组间

差异。Joorman 等人采用“忽略/压抑”任务进行的实验发现，临床抑郁被试与健康控制组被试相比，阻

止不相关材料进入短时记忆的能力并没有差异，而且这种能力与沉思也不相关(Joormann et al., 2010)。 
总之，沉思的消极作用与认知抑制阻止无关材料进入工作记忆以及移除工作记忆中不再相关材料这

两方面作用具有密切相关。认知抑制的这两方面功能在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发生作用，在最初阶段，控

制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较为重要，但随着信息加工的进行，移除工作记忆中不再相关内容对个体的

意义逐渐增强。 

4. 总结与思考 

沉思作为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思维适应形式，对其基本涵义、以及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及应用价值。虽然相关内容的研究并不鲜见，但综观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仍然

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沉思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 ，但很大一部分研究的只针对沉思的消极功能展开的，尤其是

对于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目前一些研究者也开始逐渐探索沉思积极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对 Treynor 等

人提出的沉思的反省因子的考察(Miranda & Nolen-Hoeksema, 2007; Surrence, Miranda, Marroquín, & Chan, 
2009; Verstraeten, Vasey, Raes, & Bijttebier, 2010)。应用研究方面，人们开始关注沉思对促进创伤后成长

心理调适作用(Calhoun, Cann, Tedeschi, & McMillan, 2000)。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第二，沉思与认知抑制阻止功能关系由于下述原因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其一，不同实验范式考

察的阻止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作用并不是发生在信息加工的同一阶段。一些考察的是个体对先前拒

绝过的信息的阻止能力，另一些衡量的是个体抑制外部呈现的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其二，实

验被试的选择同质性差异较大。在以大学生为被试时，阻止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与抑郁沉思得

分相关，但抑郁被试的这种能力与抑郁沉思却不存在显著相关。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做更细致和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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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沉思的机制方面，目前主要涉及到了沉思的信息加工机制，但并不能否认还有其他影响

沉思的认知机制，比如有研究显示希望能够调节沉思和抑郁之间的作用(Geiger & Kwon, 2010)。同时沉思

的脑机制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具有前景的领域。目前发展迅速的大脑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研究证明，其功能就是引起内部心理活动，其活性和连通性不但和自我参照加工, 情绪加工有关

(Buckner, Andrews-Hanna, & Schacter, 2008)，而且直接与沉思有着密切联系(Koster, De Lissnyder, Derak-
shan, & De Raedt, 2011)，这为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沉思的认知本质展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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